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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民族国家到民族生态：中国多元共生理念的形成

纳日碧力戈
（贵州大学 人文学院，贵阳 ５５００２５）

　　摘　要：文章结合民族主义理论，观照中国近现代历史，讨论从民族国家到民族生态的理路，勾勒中国
“以族统国”到“以国统族”的发展轮廓，提出民族生态的新思考。中国经历了从“以族统国”到“以国统族”的过

程，外来的“一个民族，一个国家”的民族主义理想让位于多族共生、和而不同的现实考量。当今中国的民族关

系已经不是互相兼并、互相排斥的民族关系，而是多元一体、互补共生的民族关系。拥抱差异，守望尊严，追求

重叠共识，这是一个值得追求的全新的民族生态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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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现代性：国族思想的兴起

在欧洲和美洲，“民族”（ｎａｔｉｏｎ）原指同乡学生或不同教派。①但是，在１８世纪，由于启蒙运动和浪漫主
义的强大影响，由于商业、工业和农业等领域的革命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大转型，由于民众反抗王朝高压
统治的运动，也由于通信和交流的发展，民族主义将“民族”政治化，使之具有现代意义。②当然，高文化
（ｈｉｇｈ　ｃｕｌｔｕｒｅ）③和现代教育对于民族主义的产生也同样起到了关键作用。④盖尔纳对于民族主义的定义简
要而精准：“民族主义首先是一条政治原则，它认为政治的和民族的单位应该是一致的。”⑤无论是积极的
民族主义还是消极的民族主义，战略民族主义还是权宜民族主义，都会被这个定义圈定套牢，没有例外。
启蒙主义者强调理性和个人自由，而浪漫主义者更关注主体性、感情和激情，重视对于同文、同俗、同乡的
心理依赖。⑥以赫德尔和费希特为代表的浪漫主义者，推动“一族一国”和“同文同种”相结合，为原生型民
族主义提供了指导思想。可以说，浪漫主义是民族主义的表亲，是“同文同种同国”理念的强大推手。
工业革命和市场经济互相推动，“同文同国”和“同文同种”合流，发达的劳动分工让“国族”（ｎａｔｉｏｎ）

格外突出，⑦俨然以调节各种利益的最终堡垒自居，国民身份代替传统的家族和部族身份，成为个人的
“最高身份”。盖尔纳引凯杜里的观点，认为不是民族主义要推行同质化，而是“客观的、必然的规律必
然带来的同质性，最终会以民族主义的形式出现”⑧，即客观规律是因，民族主义是果，就像十月怀胎，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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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出来不可。
当然，盖尔纳低估了两个重要的制约因素：一是人类公平正义的理论追求，一是基于功利主义的

实用考虑。人类为了和平共处而追求公平正义，他们不会因现实残酷而放弃理想；谁也不愿意花费
高额代价，甚至不惜同归于尽，来实现“同文同种同国”。一方面，“偏袒、为自己或自己的情况而破例
的倾向是人的核心弱点”①，民族主义根深蒂固，挥之不去；另一方面，民族主义实践本身是博弈，要
追求利益最大化，不可能在“无谓的决斗”中把自己和对方都消灭掉。妥协、让步，即“致中和”，是唯
一选择。国家少，民族多，这是历史，是现实，也可能是未来。从表面上看，“一个政治领土单位只有
采取杀戮、驱逐或者同化所有的异族，才能在族裔构成上统一”②。但是，少数民族不可能轻易放弃
自己的语言和文化，更不可能随便背离自己的宗教信仰，在多数情况下，主流民族只能避免极端，采
取“中庸之道”，给少数民族留下一定的语言、文化和信仰空间，并配备相应的政治权利。大民族首先
要控制自己的民族主义，给小民族留下些自治空间，在处理民族关系的时候多讲协商艺术，守望尊
严，交流情感，尽可能各得其所。
国家与民族各有起源，且具有偶然性。“国家当然是在没有民族帮助下出现的。一些民族当然是

在没有得到自己的国家的祝福的情况下出现的。”③工业革命以来，民族主义努力促成国与族的结合，建
立理想的“国族”，对于那些被压迫民族来说，其感召力不言而喻。如孙中山说，本族人掌握政权才算有
国，他族掌权的国家就不算我族之国。④

全新的“国族语法”在现代性运动中诞生，它不同于传统的“宗族语法”和“部族语法”，不满足于血
缘和地缘的一致，而是要求民族边界和政治边界的一致，即“国”与“族”叠加的“国族”。传统为国族建
构服务，提供原材料，按照“国族语法”排列组合，形成压倒一切的话语体系。需要指出，“国族语法”并
不抽象，它建立在直观的物性之上：

提供给媒体什么思想并不重要：正是媒体本身，这种抽象的、集中的、标准化的、一点对多面的
交流方式的普遍性和重要性，自然地产生了民族主义的核心思想，而传播的具体信息包含的特殊
内容却不重要。最重要的持续不断的信息产生于媒体本身，产生于这种媒体在现代生活中具有的
作用。⑤

“物”本身是要说话的，它会直接参与“国族语法”的制定，因为抛弃宗教外衣赤裸裸自我崇拜的现
代社会⑥，首先需要崇拜自己可感知的肉身，而媒体就是那肉身的一部分。肉身不同，肉身的体验经历
不同，民族主义就有了不同版本。
汉斯·科恩把公民民族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区分开来，建立在政治理性之上的公民民族主义（ｃｉｖｉｌ

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）的代表，是英国、法国、荷兰、瑞士、美国及英联邦的民族主义；具有“神秘性”的文化民族主
义的代表是中欧、东欧和亚洲的民族主义，其中有的共同体“先进”，有的“落后”，族与国常常不会重合。
属于农业社会的中欧、东欧和亚洲无英美式中产阶级，少数贵族统治多数农民。⑦ 安东尼把民族分为东
方和西方两种类型，英国、法国、西班牙、荷兰、瑞典和俄国属于“领土民族主义”（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　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－
ｉｓｍ）的“西方”，“族群民族主义”的中欧、东欧和中东属于“东方”。“西方”民族在领土、公民义务及法律
条文的基础上经历了社会 经济、军事管理、文化 教育等方面的“三大转型”；“东方”民族倚重族群文
化，其后发的“三大转型”发展缓慢。⑧

１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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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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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③⑤ ［英］厄内斯特·盖尔纳：《民族与民族主义》，韩红译，北京：中央编译出版社，２００２年，第２、３、９、１６６页。
孙中山：《三民主义与五权分立》，载黄彦编注：《论三民主义与五权宪法》，广州：广东人民出版社，２００８年，第９页。
“涂尔干说过，社会以宗教崇拜的方式，崇拜它伪装起来的自身形象。在民族主义时代，社会公然进行自身崇拜，

把伪装抛在了一边。”［英］厄内斯特·盖尔纳：《民族与民族主义》，第７５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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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济大学学报（社会科学版） 第２６卷

二、中华民族的建构

中华民族①的建构要追溯到辛亥革命。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，清朝败落，外强侵入，国家危机。孙中
山等民族主义革命者，打出“驱逐鞑虏，恢复中华”的旗帜，发起“种族革命”，救国图存。其时，正值自

１６４８年标志着现代外交肇始的《威斯特伐利亚和约》签订之后，又经法国大革命的推动，国族建构日益
普及，民族自决深入人心，民族国家充满活力。法兰西革命从正反两个方面召唤着民族国家，德国古典
哲学家费希特先是崇拜拿破仑，甚至愿意把法兰西作为自己的祖国，后来，“拿破仑把保卫法兰西共和
国的正义战争转变为侵略欧洲其他民族的非正义战争”，他又开始批判这位篡权者。② 时值１９世纪初，
德意志内部诸侯林立，外部拿破仑侵占蹂躏，费希特主张对内实现民族统一，对外实现民族自由。百年
之后，孙中山痛感中国没有国族主义或民族主义，只有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：

外国旁观的人说中国人是一片散沙，这个原因是在什么地方呢？就是因为一般人民只有家族
主义宗族主义，没有国族主义。中国人对于宗族和家族的团结力非常强大，往往因为保护宗族起
见，宁肯牺牲身家性命。……所以中国人的团结力，只能及于宗族而止，还没有扩张到国族。

……我说民族就是国族，何以在中国是适当，在外国便不适当呢？因为这个自秦汉而后，都是
一个民族造成一个国家。③

孙中山心目中的中华民族是建立在血缘观念基础之上的“汉民族”，是一族一国的“国族”，一以贯
之，除了用“同化诸族于汉”的策略代替“驱逐鞑虏”的口号，形变而实不变。

所谓五族共和者，直欺人之语，盖藏、蒙、回、满，皆无自卫能力。发扬光大民族主义，而使藏、
蒙、回、满同化于我汉族，建设一最大之民族国家者，是在汉人之自决。④

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末至４０年代，中国学术界发生关于“中华民族是一个”的论争，其源头可以追溯到
孙中山的中华民族观。论争一方以傅斯年、顾颉刚为代表，另一方以翦伯赞、费孝通为代表，但无论是
哪一方，个人的观点并不完全相同。⑤ １９３９年２月１３日，顾颉刚在《益世报》第９期副刊《边疆》上发表
《中华民族是一个》的文章，认为“五大民族”的提法是“中国人作茧自缚”，自秦汉以来便有中华民族是
一个的意识，而面对日本的侵略和分化政策，更不要以种族和文化互相区分，大家要一致对外，中华民
族是一个。⑥ 傅斯年呼吁对边疆少数民族“加速汉化”，“制止一切非汉字之推行”。具有少数民族身份
的白寿彝、鲁格夫尔、翦伯赞对“中华民族是一个”的观点表达了委婉或直接的批评。白寿彝认为，“中
华民族是一个”仅局限于口号，没有普遍深入人心，而把国贼叫汉奸，也反映了“心理之不健全”。鲁格

２９

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⑥

“中华民族”有新旧之分：旧义主要指汉族，建立在“同文同种”的血统观念之上；新义指新中国使用的“中华民
族”，是“五十六个民族”的合称，建立在政治统合的理念之上。“民族”概念不仅在汉语汉文中难以定义，可以有“国族”、
“种族”、“族群”、“族裔”、“族类”等等含义，即便在西方语言中也很难厘清其语义。突出的例子如：美国自称“Ｔｈｅ　Ｕｎｉｔｅｄ
Ｓｔａｔｅｓ”（“联合国”），联合国自称“Ｔｈｅ　Ｕｎｉｔｅｄ　Ｎａｔｉｏｎｓ”（“联合族”），“族”（ｎａｔｉｏｎ）与“国”（ｓｔａｔｅ）混言不分，故有“民族 国
家”（ｎａｔｉｏｎ－ｓｔａｔｅ）的用法，而“ｎａｔｉｏｎａｌ　ｅｃｏｎｏｍｙ”汉译成“国民经济”，“ｎａｔｉｏｎａｌ　ｄｅｆｅｎｓｅ”汉译成“国防”。

［德］费希特：《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》，梁志学等译，北京：商务印书馆，２０１０年，中文版序言，第２　３页。
孙中山：《三民主义》，第２页。
孙中山：《军人精神教育》，载曹锦清编选：《孙中山文选：民权与国家》，上海远东出版社，１９９４年，第２７２页。
黄天华：《民族意识与国家观念———抗战前后关于“中华民族是一个”的论争》，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

民国史研究室、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编：《一九四〇年的中国》（下卷），北京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，２００９年，第

１０４４　１０６１页。本节有关“中华民族是一个”的讨论，主要依据上文，不再一一引用。
顾颉刚出于对“分土裂国”的忧心提出“中华民族是一个”，但他本人承认少数民族的特殊文化，认为“汉蒙回藏四

种语文，都是中华民国今日行用的国文国语，不可偏废，蒙回藏地方的学校应以本地语文为主，而以汉文为辅。我们不
但要保存当地的语言文字，更要发展当地的文学和艺术，充实他们的智识遗产”。他的这般包容之心和超前视野，着实
令人赞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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夫尔反对苗汉同源论，要求苗族得到平等权利。他指出，“黄帝子孙不当汉奸”的宣传，把抗战的目的变
成“为汉族”，不是为国，建国成了建汉族之国，从而“使蒙、藏、回、夷苗同胞听了必然反对”。翦伯赞认
为“中华民族是一个”的观点，有否定少数民族的意思，这是违背客观事实的。费孝通于１９３９年５月１
日在《边疆》周刊上发表《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》一文，批评顾颉刚混淆了种族与民族的区别，指出“中国
有很多个民族”，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为了共同的利益团结起来，一致对外。吴文藻曾于１９１６年发表《民
族与国家》一文，“主张以多元的民族来创建一个强大的现代国家”，这恐怕是“多元一体论”的原版。他
指出，民族可以建国，但并非每个民族都要建国，多个民族可以共处于同一个国家。民族学家卫惠林于

１９４５年１月在《边政公论》上发表文章，批评“民族源论”和“边族否定论”，提倡扶持民族自治，重视少数
民族语言和文化的特殊性，“而不能固执盲目的统一主义与同化政策”。从以上论争可以看出，“中华民
族是一个”的提倡者局限于被爱国口号遮蔽的我族中心主义，从头到尾没有考虑少数民族的利益诉求，
没有考虑他们的主体性，没有站在本土人的立场看问题，造成“多数民族赞成，少数民族反对”的僵局；
而作为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的吴文藻、费孝通和卫惠林，具备“进得去，也出得来”的眼光，却能够指出
符合各方利益的路径。此外，“中华民族是一个”的民族观，是建立在血统意识之上的民族观，不同于突
出政治的现代民族观。
来自西方和苏联的民族自决主张深刻影响了中华民族的建构。美国总统威尔逊于１９１８年１月提

出十四点和平原则，其中包括奥匈帝国的民族自决，是欧洲版的民族自决①；在此之前，列宁提出了苏维
埃版的民族自决，目的有二：反对帝国主义，反对民族压迫；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平等互信的基础上
实现民族联合与民族团结。②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，阶级消灭了，剥削没有了，民族就平等了。③ 中国共
产党早在１９２２年中共二大宣言里就提出“蒙古、西藏、回疆三部实行自治，成为民主自治邦”和“用自由
联邦制，统一中国本部、蒙古、西藏、回疆，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”的主张。④ １９３１年１１月中华工农兵苏
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《关于中国境内少数民族问题的决议案》，更是提出反对孙中山的“民
族主义”，“绝对地无条件地承认这些少数民族自决权”。⑤抗日战争结束后，随着形势发展，中国共产党
调整了自己的民族战略，提出实行民族区自治的主张，内蒙古自治区于１９４７年５月成立。自２０世纪

５０年代至７０年代，新中国政府确认了５６个民族，根据２００４年３月１４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
二次会议通过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》修正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“序言”：

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。平等、团结、互助的社会主
义民族关系已经确立，并将继续加强。在维护民族团结的斗争中，要反对大民族主义，主要是大汉
族主义，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。国家尽一切努力，促进全国各民族的共同繁荣。
中华民族作为多民族统一的政治共同体，再次得到确认，多元一体格局更加稳固。

三、从“以族统国”到“以国统族”

来自西方的民族概念及其相关社会实践，深深地影响了近现代中国的发展方向，也带来概念更新
和话语变革，其中最突出者，莫过于政治中国对于文化中国的取代，亦即“政治国体”对于“血统民族”的
取代。中国经历了一个“以族统国”到“以国统族”的历史过程，旧的血统观让位于新的政治观。

３９

①

②

③

④

威尔逊最初提“自治”，即“人民有权选择自己的政府形式；政府行使权力必须遵循民主的原则”。后来他的提法
发生变化，把自决与按民族划分国家的原则挂钩，由国内诸族自治变为各族都有建国权。李红杰：《由自决到自治》，北
京：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，２００９年，第１７９　１８０页。
李红杰：《由自决到自治》，北京：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，２００９年，第１７８页。
“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，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。”［德］马克思、恩格斯：《共产党宣言》，载中共中央马克

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：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》第１卷，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１９７２年，第２７０页。

⑤ 金炳镐主编：《民族纲领政策文献选编》第一编，北京：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，２００６年，第１９、９３　９４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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追溯历史，公元前４，０００年左右埃及人有了立法，公元前３，５００年苏美尔人有了楔形文字，埃及人有
了图形文字，但是他们的文明都已经消失；原苏联、美国、加拿大等大国的历史，也只有数百年。“中国是
惟一拥有历史悠久的稳定疆域的国家。”①中国的“國”通“或”，原指“城”、“邑”，城里称“國”，城外称“郊”。②

“中国”这一名称起源于周武王时期，西周以中土区别于周边之国。③ 最初的“中国”指周王的居地丰和镐
（今陕西境内）；周灭商，将商的京师（在河南境内）之地也称为“中国”。“春秋时期的‘中国’已经扩大到周
天子的直属区和晋、郑、宋、鲁、卫等国”。不过，“中国”还有“民族”的意思。秦人来自东夷，处于戎狄之
间，在占有原来的“中国”之后，却不能得到“中国”诸侯的承认，仍然被称为“夷狄”④，突显了文化中国的地
位。然而，从元代到清代，游牧民族完成了中国统一，胡骑三次南下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。⑤

在中国历史上有“以族统国”和“以国统族”的不同路径。“以族统国”即建立在血统观之上的文化
中心主义，把自己视为正统，把别人看作闰统；“以国统族”，则突出现代民族的政治性，强调各民族之间
的协商关系，兼容多元语言、宗教、文化，在行政设置上也有多样性。
孙中山在发动辛亥革命时提出“驱逐鞑虏，恢复中华”，属于以血统观念统辖的“以族统国”；后来他

又提出“五族共和”，则属于以政治战略指导的“以国统族”。梁启超起初用“中国民族”指包括各少数民
族在内的“大民族”，后来他也同时使用了“中华民族”，由于当时“中华民族”和“汉族”时有互通，“中国
民族”比“中华民族”的涵盖较广。⑥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实行以族统国，试图建立“真正的中华民族”，对
少数民族或驱逐，或同化，没有考虑他们的切身利益和情感尊严。中国共产党早期也受到这种以族统
国论的影响，例如《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》（１９２２年７月）把中国本部与蒙古、西藏、回疆
并列，因为蒙藏疆等地“在历史上为异种民族久远聚居的区域”，“而且在经济上与中国本部各省根本不
同”，“还处在游牧的原始状态之中”。⑦ 直到抗日战争结束，确定了少数民族区域自治道路之后，中国共
产党才选择了以国统族的战略。
目前，跨语言表达的“中国人”有“中华民族”和“中国民族”两类：一是汉语表达的“中华民族”，一

是非汉语表达的“中国民族”。汉语表达的“中华民族”由血统观支配下的“华夏”———“汉”的同义———
发展成为力图包容非华夏、非汉之民族的政治性“大民族”；非汉语表达的“中国民族”是新译，对应当
下的国家格局，属于“空间中国”，与中国即“中土”的古义相合。例如在蒙古语中，“中华民族”的“华”
字不译⑧，直接表达为 “中央诸族”（ｄｕｍｄａｄｕ－ｉｎ　ｕｄｕｓｕｔｅｎ－ｎｕｇｕｄ），取其空间意义，很具象，不取其“华
夏”意义。又据艾特伍德（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　Ｐ．Ａｔｗｏｏｄ）考据，“中国”的蒙古文译名“ｄｕｍｄａｄｕ　ｕｌｕｓ”（“中央
民众”）出自蒙古八旗的喀喇沁部人罗密，时间大约在１７３５年，内蒙古卓索图盟土默特右旗人尹湛纳
希也在所著《清史演义》中使用了这个译名⑨。这种取空间意义的“中国”与“中国民族”契合，也与“民
族”的早期用法瑏瑠相承。以“大民族”统“小民族”，以“空间中国”统“文化中国”，即“以国统族”，是中国
近代以来的传统，也是默认的本土特点。新中国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至７０年代确认５６个民族，设置少数
民族自治地方，也属于以国统族。
回顾中国近现代史，从“以族统国”到“以国统族”的过渡并不那么明晰可见，其中有倒退，有停滞，

也有发展甚至跳跃。中国的天下观的实质是文化天下、礼仪天下，不是政治天下、国民天下，“同文同

４９

①

③

⑥

⑦

⑧

⑨

瑏瑠

②④⑤ 葛剑雄：《统一与分裂：中国历史的启示》，增订版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２００９年，第２、２３、２５、８７　８９页。
于省吾：《释中国》，载胡晓明、傅杰主编：《释中国》第三卷，上海：上海文艺出版社，１９９８年，第１５１５　１５２４页。
黄兴涛：《“民族”一词究竟何时在中文里出现？》，载《浙江学刊》，２００２年第１期，第１６８　１７０页。
金炳镐主编：《民族纲领政策文献选编》第一编，北京：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，２００６年，第１８页。
在蒙古语中“华”即“汉”，作“ｈｉｔａｄ”。

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　Ａｔｗｏｏｄ，Ｙｏｕｎｇ　Ｍｏｎｇｏｌｓ　ａｎｄ　Ｖｉｇｉｌａｎｔｅｓ　ｉｎ　Ｉｎｎｅｒ　Ｍｏｎｇｏｌｉａ’ｓ　Ｉｎｔｅｒｒｅｇｎｕｍ　Ｄｅｃａｄｅｓ，１９１１　１９３１，

Ｌｅｉｄｅｎ：Ｂｒｉｌｌ，２００２，ｐ．４１．
据彭英明（１９８５）考证，王韬撰《洋务在用其所长》一文，提到：“夫我中国乃天下至大之国也，幅员辽阔，民族繁殷，

物产饶富，苟能一旦奋发自雄，其坐致富强，天下当莫与颉颃。”这里的“民族”当然指中国各民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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种”和“非我族类”的思想根深蒂固，使“以国统族”的理想难以真正生根，也难以完全实现，而只能在需
要的时候短期实行，不能持续。不独中国，国外经验也大同小异，现代民主自由制度仍然受到来自文化
主义、语言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挑战。毫无疑问，民主共和体制的理想基础是“以国统民”、“以法治国”，
个人权利优先于群体权利，但国民有族属，文化有群性，民族认同常常高于国民认同，感情常常领先理
性，有鉴于此，提倡“以国统民”理想，推行“以国统族”政策，避免“以族统国”失误，就成为现代多民族国
家不得不考虑的治理策略。私权与群权的纠结关系是现代性的副产品，有哲学上的理想设计，却没有
现实中的理想选择。现代国家在共和体制下施行多民族包容性共生政策，是本质主义和建构主义之间
的折中选择，是后多元主义时代的广义多元主义政策。

四、放弃民族同化：大趋势

盖尔纳认为民族主义者为了“使文化和政体一致，努力让文化拥有自己的政治屋顶”①。他指出，民
族主义具有顽强的生命力，“我们不必预期民族主义的时代将结束”②。盖尔纳的“政治屋顶”论似乎过
于强调物质力量，过于强调人心之恶，忽视了人的主体性，忽视了人的理性和人心向善的一面。观察当
下的民族和国家的政治格局，绝大多数现代国家是多民族国家，那里并没有为了让某个民族的文化有
一个“政治屋顶”而天天大打出手，时时硝烟弥漫。协商谈判的时间要大大多于战争冲突的时间。
人们曾经幻想民族自决之后的太平时光，“只要各民族都实现了自决，世界就能进入真正的和平与

和谐的时代”③。然而，并非每一个民族都能够获得属于自己的“政治屋顶”，而且大多数民族不会有这
样的机会。于是，已经获得“政治屋顶”的民族“只有采取杀戮、驱逐或者同化所有的异族，才能在族裔
构成上统一。后者不愿蒙受这样的命运，可能给和平地实行民族主义原则造成困难”④。自从各民族开
始“屋顶之争”，尤其是二战以来，国家支持的大屠杀已经剥夺了大量生命，其数量“超过战争和自然灾
害所造成人口损失的两倍”⑤，仅纳粹屠杀的人口就达到１５，０００，０００人以上，可能达到２０，９４６，０００
人。⑥从美国到南非，都实行过种族隔离制度，但都被迫放弃。种族隔离行不通，许多国家又转向民族同
化，如美国有“熔炉政策”，澳大利亚有“被偷走的一代”⑦，甚至苏联也对少数民族实行过俄罗斯化。始
于２０世纪６０　７０年代，各国开始反思民族自决的负面影响，检讨为建立单一制国家所付出的沉重代
价，转而实行文化多元主义。加拿大推行法裔和英裔的“二元文化”政策以及后来包括其他民族在内的
“多文化”政策，特鲁多总理１９７１年提出文化多元主义理念；美国也放弃了“大熔炉神话”，开始赞赏文
化多样性⑧，黑人民权运动为此做出重大贡献，尼克松总统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宣布，美国对印第安人实
行自决政策而非强行解散他们的“结束政策”；曾经对萨米人挪威化政策的挪威政府，奥拉夫国王于

１９８９年向萨米人正式道歉。⑨

盖尔纳认为，中国的高文化不与信仰和教会联系在一起，而是多与伦理和国家联系在一起，“它可
能并没有什么代表性，但正是在那个方面，而且仅仅在那个方面，它是国家和文化的现代联系的先行
者”⑩。也许中国有特殊性，因而可以抄近道成为“国家和文化的现代联系的先行者”。但这也是一个提
醒：中国“自古”有“同文同种同国”情结。从“一族一国”的角度看，这是优势；从“多族一国”的角度看，
这是劣势。孙中山式的同化主义难以包容少数民族，他们只能选择被驱逐或者被同化；毛泽东式的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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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③

⑦

⑧

②④⑩ ［英］盖尔纳：《民族与民族主义》，韩红译，北京：中央编译出版社，２００２年，第５７、５８、３、１８５页。

⑤⑥⑨ 李红杰：《由自决到自治》，北京：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，２００９年，第９３、１００、１００、２１２　２４３页。
从２０世纪初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，澳大利亚政府强制将大量土著儿童迁移到白人家庭，让他们同化于白人。李

红杰：《由自决到自治》，第１３８页。
在我曾经任教的卡尔顿学院（Ｃａｒｌｅｔｏｎ　Ｃｏｌｌｅｇｅ），新生入学教育中包括“差异意识”（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　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）的教育，

《学生手册》中有关于差异的声明（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　ｏｎ　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），鼓励学生要包容各种族群、种族、宗教等多种差异，建设和而
不同的校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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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主义不仅可以包容少数民族，还提供了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兼顾的政治空间。当然，中国的民族区
域自治制度还存在完善、落实和依法“较真儿”的问题。
毋庸置疑，放弃民族同化，追求美美与共，欣赏和而不同，这是一个国际大趋势。

五、走向民族生态

中国古籍《尚书》中记载“绝地天通”的故事，说颛顼帝为了防止民神杂糅，令重黎二臣断绝上天下
地的通道；人类学家贝特森（Ｇｒｅｇｏｒｙ　Ｂａｔｅｓｏｎ）提出“元关联”（ｍｅｔａ－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）理论①，指出万物共生的
实在性；近些年来，以霍林为代表的生态恢复力理论②学派指出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之间的相互依存关
系。“绝地天通”的故事是一个隐喻，它告诉我们：一个人文生态世界被破坏了；贝特森提醒我们不要忽
视我们置身其中的关联世界；霍林等向我们指出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。这些叙述从正反两个角度指明
思考问题的另一个角度：跳出族与国的纠缠不清，以新的眼光返观民族与国家，审视民族关系，就能够
进入一个基于万物关联的民族生态世界，就能避免以他族为敌，就能族族与共，互守尊严，互为环境，互
补共生。
回顾一个世纪以来的社会理论发展路径，先有现代性理论，又有后现代理论，现在我们终于进入生

态理论的世界。与此相应，民族国家从建构到成熟，从排斥他者到包容差异，同一个政治屋顶之下可以
存在不同的民族，多族共生，和而不同。民族之间不再是一个吃掉一个、一个排斥一个的关系，而是多
元一体、互补共生的关系。拥抱差异，守望尊严，追求重叠共识，这是一个全新的民族生态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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